鬱悶焦躁的這一年？瞿海源
解析年來重大事件發生之根由
一年多來，由於國內發生不少重大事件，到了立法院第七十六會期，立委與行政院方面乃對所謂「信心危機」之有無展開辯論。有數位立委指出重大事件之連續發生，以及眾多經濟指標均顯示有信心危機的存在，並呼籲成立政治革新委員會面對危機，解決問題。但行政院俞院長明確地加以否認。他指出，根據多次民意調查的結果，民眾對於政府處理各項問題的態度，都有信心。對於國家社會未來的發展都充滿樂觀與希望。因此，我們絕不可就各種孤立的事件的表象，以偏概全，遽下「信心危機」的結論。俞院長這種說法並未完全說服立法委員，在質詢中至少有十多位立委一再提出類似問題。
早在六、七月間，輿論界已在討論「信心危機」的問題。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在九月間曾坦率的指陳「政府一定要立即大刀闊斧，明快果決，做幾件令老百姓一新耳目的事，才能重建政府威信，起振衰頹世風；要不然，長此因循，實在是極為危險的事」。
可是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關中先生在十月底的公開演講中卻又指出，少數人對國事有嚴厲的批評，或有悲觀的看法，原因可能是：見樹不見林而以表象代替本質，資訊管道不良、進步太快所帶來的後遺症；政府的寬厚與容忍被少數「偏激分子」視為政府無能及軟弱，益加囂張及肆無忌憚。
到了十一月選舉前，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魏鏞先生在一篇報告中分析稱根據各項資料充分顯示我國目前並無所謂「信心危機」的存在，而「信心危機」的說法，所以在經人提出後，引起若干「迴響」，基本上是由於一些人期望政府有更高的效率，更強的應變能力，所懷抱的更高期望，但這種期望並不是「信心危機」。

持續性、關聯性與無規範性

爭論至此，很顯然執政當局已全然否定信心危機的存在。然而最近仍然有多人士還是認為有危機，而且必須儘早革新以袪除之。例如丘宏達教授自海外傳來訊息稱「目前海外關心國內政經情勢的知識分子有鑑於國內領導階層長期迴避問題，多有疏離之心，此種現象持續下去，而主政者錯認批評的聲音已經消逝，那麼，革新的道路恐怕要更為艱難了。」
「信心危機」有無之爭議受主觀因素影響很大，比較具有保守性格的執政者多否定其存在，而比較傾向於改革的各界人士，則多呼籲正視並採取明快措施突破這項危機。面對如此之認知差距，只有從一年多來的各種事件加以客觀的分析才能釐清問題的癥結。數月以來，與論界和中央民代已對各項事件或系列狀況提出了許多的評論，根據這些評論，我們可以較有效地抽離其可能的因素，進而掌握住重點從事研析檢討。
約略而論，根據各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抽離出下列幾項主要因素:一、個單一事件具有「持續性」的特徵，二、事件與事件之間有明顯的「關聯性」，三、多數事件都與「無規範性」有關，四、多數事件的發生受政策的「保守性」影響，五、大多數案件與行政部分的「低效率性」有關。資分別論析如下:
若單就各項事件本身而言，多半不是偶發性的，而是長期持續演鰾而成。其中勉強不具持續性的是單一礦坑之災變核三廠的失火事件。除此之外，持續性之特徵均十分明顯。例如十信弊端陸續存在達十多年之久，而且經歷了六部長。餿水油的存在為時也相當久遠，台北市公車及浮洲大橋工作人員體舞弊幾乎成了持續性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的案件亦多如此。十四位省議員雖然是為審查府委員預算而抗議辭職，但與之有關連的省縣自治通則之制定延宕達三十多年之久，而所謂黨外公政會改名登記問題，實質上也是持續性的政黨組織問題的表面化和畸形化而已
一年多來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之間有很大的「關聯性」。一方面，有些事件之間有明顯而直接的關聯；另一方面，有更多不同事件之間也因共同因素的影響而有間接的關聯性。就前者而言，十信、國信、僑信，甚至以前的亞信事件不只是同一類狀況，前三者更是牽聯在一起不易分開的。再就後者而論，劉宜良及李亞頻案因均涉及政治立場及情治人員問題而被大多數人聯想在一起。黨外公政會及省議會辭職事件之密切關聯性，不只是受政治體質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有直接關聯的特性。此外，許多企業在今年度經營上出了問題，大都也與經濟不景氣及金融制度的運作有關。公車及大橋收費工作人員的集體舞弊也因政風的敗壞而產生，總之，不論在實質上或印象上，雖然一時不能將所有的案件串聯起來，但至少某些事件之間是有關聯性的。
更深一層的特徵是，多數事情都與「無規範性」有關。在經濟方面的案件多涉及規範之蕩然無存，而政治方面的案件也多與深沉而不易掌握的政治規範有關。在十信案件上，肆無忌憚到幾乎是「無法無天」的地步。「無法」可說是既不遵守現有的法令規章，更試圖以財勢與權勢結合而左右法律的制定。「無天」則可說是嚴重缺乏職業道德的觀念以及自我約束的企業倫理。在其他經濟案件中，如新玻事件、毒玉米、餿水油事件等，倫理規範直被視若無物。在政治方面，劉宜良案顯示出規範價值的極端模糊，而李亞頻案則顯露有關情治單位對規範的掌握發生了問題。至於有關黨外的事件，政治規範之深沉與隱晦使得各有關方面多無所適從。最後集體貪汙舞弊的案子更是「無規範性」的典型例子，也因此，被捕之司機很不服氣，因為無規範性是那些單位的規範。

保守性格促使事件惡化

大多數的事件都與執政當局政策的保守性有關。企業經營的危機直接間接都和保守的金融政策相關聯。民間金融機構的違規經營也受法律制定過程的保守性與延宕性的影響。在政治方面，此種情況更為明顯，政治政策上之保守性誤導了情治官員的行動趨向，而對政治發展所採行的保守政策更直接造成了與改革意識較強者之對立，因而激發了省議員辭職等情事。立委與行政院之間的爭議也多受此影響。
行政院當局行政效率之低落，數十年來一直為人所詬病，而這一年多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卻仍然深受此一因素的影響。礦場災難的接連發生，以及現場就難的延誤與主管機關的行政效率低落有關。對民間金融機構違規經營情事，行政效率顯然很成問題。而在嚴重事件爆發之後，有關當局的行政處分拖延達半年之久，這一種拖延直接壓低了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在有關扶助民間企業方面，政策之保守性與行政效率低落的結合，也使企業經營更為艱難。此外，面對複雜的集體舞弊案件和敏感的政治組織問題，行政單位的猶疑不決和行動之緩慢更常常使情況惡化。
總之，事件之持續性與關聯性、經濟及行政體制上的無規範性、政策的保守性與行政效率之低落是各類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的主因。而事件爆發之後，保守的政策和低落的行政效率更使得整個情勢惡化。
僅有部分、階段性的成就

以上所論析之種種特徵多是由來已久，若就台灣地區四十年來的發展軌跡加以探討，可能可以幫助我們有進一步的瞭解。基本上，沒有人能夠否認台灣地區在光復後輝煌的成就。但是，在這裡，我必須指出，在基本政治結構性的限制下，這項成就只是「階段性」，而不是「全程性」的，是「部分性」的而不是「整體性」的。這是台灣地區發展的重要特性，也是危機的癥結所在。
在經濟上，我們經歷了出口取代、加工出口，及外銷導向三個階段。在前面兩個階段裡，曾經存在著許多或大或小的危機，但都由於及時的改革政策及因應措施，以及豐富而適宜水準的人力資源，終究不只化險為夷，更創造了奇蹟似的階段性成就。然而，近年來，由於面臨升等的瓶頸，危機不斷湧現，我們愈來愈感到吃力。在這個階段，政策及因應措施之更張也顯得相當乏力。
[bookmark: _GoBack]其次，在政治上，至少可以分為三個明顯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我們沒有外交困境之前，第二個階段則是在中美斷交之後，第三個階段乃是在高雄事件之後。在每一個階段中所面臨的問題和危機可能有所不同，但執政當局多能予以相當程度的解決。可是，關鍵在於，每個階段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被解決掉。換言之，在基本的政治結構性限制下，政治上階段性的成就多限於維持政局的安定，而對跨階段性民主憲政的推展則多不甚積極。迄至今日，全程性的民主政治運作尚存在著眾多缺失。
在教育方面，延長義務教育至國中以前是一個階段，隨後到目前是為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在保證人民的最低教育水平上顯然有極卓越的成就，也因此，我們才有勞力密集工業所需的眾多人力。然而，在第二個階段中，教育的發展面臨不少危機，例如師資不足、教育界風氣不良、教育結構與職業結構無法密切結合等等。
台灣地區在各方面的發展，在每個階段都有強盛持久的力量來突破重重危機，因而造就了階段性的成功。這種階段性的成功倒回頭來增強了政治結構性限制所孕育的保守性格。這種保守性格一直也制約了各方面的發展，使得經濟方面愈來愈不適應強盛的求變新的趨勢，也使得政治上的困局難以打開，更促成教育體系的過度政治化而削減了應有的發展潛力。

累積的包袱成為發展阻力
台灣地區發展上的另一重要特徵則是，在各方面都有部分性而非整體性的成功。在經濟方面，固然因人力在階段性運用上的妥適以及大致正確的政策領導，帶來了高度的成長、富裕的民生。但是在另一方面，經濟倫理卻未能及時順勢建立。台灣地區自始不只有著海島性經濟的特性，更有著強烈的移民生活，這兩種特性傾向於助長短期的功利主義。再加上，長期以來存在著的特殊政治格局，使得長期的投資受到相當的限制。
在政治上，由於民主教育的實施以及有條件實行民主的決心，經由一次次的選舉活動，促成了政治體質趨向民主化的轉變。然而，特殊的政治格局形成了政治結構性的限制，執政當局對完全依憲法推行民主政治有相當的保留和疑慮。這種情況不但使得政治體質無法更快速的民主化，也多少扭曲了民主政治的真義，尤其使得政治上的緊張危機不時湧現。在近年來，這種狀況由於所謂的黨外勢力的興起，以及較多的增額中央民代，尤其是立法委員，投入議場，乃有逐步改善的趨勢。不過，在基本精神上，執政當局仍舊不能克服心態上的障礙，全然祛除依憲法實行全然民主的疑慮。這種情勢大致乃制約了各方面的發展。
在教育方面，義務教育的有效實施，民眾多半因為具有基本的認知能力。高中以上學校教育的推展，更促進了民眾素質的進一步提昇。但是，若從質方面的狀況來看，則我們到目前為止似乎也只成功了一半。在高等教育機構裡，教授師資及編制都一直趕不上實際的教學需要，在中小學裡，老師們的水準在教學精神並不是很理想的。私立專科學校的情形大致上更成問題。最後，由於政治的大力介入，不只政治校長應運而生，更扭曲了教育的基本精神和正常過程。例如，訓導制度不時違反基本的教育精神而對學生造成負面的影響。教育的過度政治化也使得政治社會化的結果，一方面符合了執政當局的期望與需要，另一方面卻多少有違民主法治的趨向。
解除特殊政治結構限制
綜合以上所論，台灣地區在各方面發展上部份成功的事實，固然為我們帶來了相當令人滿意的生活，但是各方面不成功的那一部分卻又為整個社會引來諸多困擾，其中更有些狀況成了當前發展的極大阻力。
從階段性及部分性的成功，我們肯定了台灣地區在國際上因發展而得來的聲譽。但是從我們未能達到全程性和整體性的成功而言，我們勢必予以嚴肅的考量。實際上，也就是這個狀況使得我們近年來一直處於一個悶局之中。儘管各方面未能達成全程性和整體性的成功，可能各自有其特定的因素，然而其共同因素大約乃在於特殊的政治結構限制。由於這種基本限制，台灣自光復以來大致上就一直處在一個困局之中。如以上所分析的，這個困局又制約了經濟、政治和教育的發展。在面臨當前的發展瓶頸時，這個因素的影響愈形惡化。換言之，基本的政治結構限制乃是政策保守性的根源，也是間接促成行政效率低落的因素。此一基本限制又再透過經濟、政治，以及教育體系階段性的缺陷，助長了「無規範性」，以及關聯性案件的持續存在。這也就是年來重大事件陸續不斷出現的根本原因。
依此而論，若不針對此一根本原因予以有效解決，任何所謂的革新措施或方案都將難有效用可言，例如短期性的國建會，獲得消極評價甚多的經濟革新委員會，以及其他種種行政方案。因為它們只可能解決部份階段性問題，面對全程而整體性的進展並無法著力，有時卻可能有負面的影響，如國建會之召開對法定的國會機構而言，多少是有幾分難堪的。
為今之計，執政當局應該克服最後的心理障礙，逐步解除特殊的政治結構性限制。其實各階段性及部份性的成功已為台灣地區累積了足夠的潛力配合當局解除該項限制。以當前狀況而論，我們若在中央及省級民意代表職權的行使上充分依國家法律予以尊重，建立真正公平的競選規則、逐步調整並建立政黨政治，國家社會由此而可獲致活潑的原動力，許多困境也就不難突破。如果我們仍然對於解除這種政治結構性限制有所疑慮和猶豫，縱使是每年都召開政治革新會議也將難以突破重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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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若干「迴響」，基本上是由於一些人期望政府有更高的效率，更強的應變能力，所懷抱的


更高期望，但這種期望並不是「信心危機」。


 


 


持續性、關聯性與無規範性


 


 


爭論至此，很顯然執政當局已全然否定信心危機的存在。然而最近仍然有多人士還是認


為有危機，而且必須儘早革新以袪除之。例如丘宏達


教授自海外傳來訊息稱「目前海外關心


國內政經情勢的知識分子有鑑於國內領導階層長期迴避問題，多有疏離之心，此種現象持續


下去，而主政者錯認批評的聲音已經消逝，那麼，革新的道路恐怕要更為艱難了。」


 


「信心危機」有無之爭議受主觀因素影響很大，比較具有保守性格的執政者多否定其存


在，而比較傾向於改革的各界人士，則多呼籲正視並採取明快措施突破這項危機。面對如此


之認知差距，只有從一年多來的各種事件加以客觀的分析才能釐清問題的癥結。數月以來，


與論界和中央民代已對各項事件或系列狀況提出了許多的評論，根據這些評論，我們可以較


有效地


抽離其可能的因素，進而掌握住重點從事研析檢討。


 


約略而論，根據各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抽離出下列幾項主要因素


:


一、個單一事件具有


「持續性」的特徵，二、事件與事件之間有明顯的「關聯性」，三、多數事件都與「無規範性」


有關，四、多數事件的發生受政策的「保守性」影響，五、大多數案件與行政部分的「低效


率性」有關。資分別論析如下


:


 


若單就各項事件本身而言，多半不是偶發性的，而是長期持續演鰾而成。其中勉強不具


持續性的是單一礦坑之災變核三廠的失火事件。除此之外，持續性之特徵均十分明顯。例如


十信弊端陸續存在達十多年之久，而且經


歷了六部長。餿水油的存在為時也相當久遠，台北




鬱悶焦躁的這一年？ 瞿海源   解析年來重大事件發生之根由   一年多來，由於國內發生不少重大事件，到了立法院第七十六會期，立委與行政院方面 乃對所謂「信心危機」之有無展開辯論。有數位立委指出重大事件之連續發生，以及眾多經 濟指標均顯示有信心危機的存在，並呼籲成立政治革新委員會面對危機，解決問題。但行政 院俞院長明確地加以否認。他指出，根據多次民意調查的結果，民眾對於政府處理各項問題 的態度，都有信心。對於國家社會未來的發展都充滿樂觀與希望。因此，我們絕不可就各種 孤立的事件的表象，以偏概全，遽 下「信心危機」的結論。俞院長這種說法並未完全說服立 法委員，在質詢中至少有十多位立委一再提出類似問題。   早在六、七月間，輿論界已在討論「信心危機」的問題。中央研究院吳大猷院長在九月 間曾坦率的指陳「政府一定要立即大刀闊斧，明快果決，做幾件令老百姓一新耳目的事，才 能重建政府威信，起振衰頹世風；要不然，長此因循，實在是極為危險的事」。   可是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關中先生在十月底的公開演講中卻又指出，少數人對國 事有嚴厲的批評，或有悲觀的看法，原因可能是：見樹不見林而以表象代替本質，資訊管道 不良、進步太快所帶來的後遺 症；政府的寬厚與容忍被少數「偏激分子」視為政府無能及軟 弱，益加囂張及肆無忌憚。   到了十一月選舉前，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魏鏞先生在一篇報告中分析稱根據各項資料充分 顯示我國目前並無所謂「信心危機」的存在，而「信心危機」的說法，所以在經人提出後， 引起若干「迴響」，基本上是由於一些人期望政府有更高的效率，更強的應變能力，所懷抱的 更高期望，但這種期望並不是「信心危機」。     持續性、關聯性與無規範性     爭論至此，很顯然執政當局已全然否定信心危機的存在。然而最近仍然有多人士還是認 為有危機，而且必須儘早革新以袪除之。例如丘宏達 教授自海外傳來訊息稱「目前海外關心 國內政經情勢的知識分子有鑑於國內領導階層長期迴避問題，多有疏離之心，此種現象持續 下去，而主政者錯認批評的聲音已經消逝，那麼，革新的道路恐怕要更為艱難了。」   「信心危機」有無之爭議受主觀因素影響很大，比較具有保守性格的執政者多否定其存 在，而比較傾向於改革的各界人士，則多呼籲正視並採取明快措施突破這項危機。面對如此 之認知差距，只有從一年多來的各種事件加以客觀的分析才能釐清問題的癥結。數月以來， 與論界和中央民代已對各項事件或系列狀況提出了許多的評論，根據這些評論，我們可以較 有效地 抽離其可能的因素，進而掌握住重點從事研析檢討。   約略而論，根據各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抽離出下列幾項主要因素 : 一、個單一事件具有 「持續性」的特徵，二、事件與事件之間有明顯的「關聯性」，三、多數事件都與「無規範性」 有關，四、多數事件的發生受政策的「保守性」影響，五、大多數案件與行政部分的「低效 率性」有關。資分別論析如下 :   若單就各項事件本身而言，多半不是偶發性的，而是長期持續演鰾而成。其中勉強不具 持續性的是單一礦坑之災變核三廠的失火事件。除此之外，持續性之特徵均十分明顯。例如 十信弊端陸續存在達十多年之久，而且經 歷了六部長。餿水油的存在為時也相當久遠，台北

